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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的制度供给是成功推进我国供给侧改革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ꎮ针对我

国经济转型期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感知与重要性感知偏离的事实ꎬ文章从供应链协作信任视角

构建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影响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ꎬ并通过５４８家样本企业实证证

实:(１)制度信任直接且通过供应链协作信任(部分中介变量)显著正向影响再次合作意愿ꎻ(２)
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显著调节供应链协作信任在制度信任 再次合作意愿关系中的中

介作用ꎬ二者偏离程度越大ꎬ供应链协作信任中介作用被削弱幅度也越大ꎮ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

制度信任的中国情境化研究ꎬ亦为我国当前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中有效制度供给的确保

提供了可操作化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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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制度信任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社会资本ꎮ基于市场

交换视角ꎬ制度信任是指由于制度可以通过为交易双方提供某些经济行为模式而有效降低彼此未来行为

预期风险和决策过程的不确定性ꎬ从而使得合作双方在不确定情形下依然相信制度环境能够确保双方未

来行为达到预期结果的一种正向心理状态[１]ꎻ它是商业关系发展初期和当前以“陌生人”为主的社会中能

够迅速产生大量信任的重要途径ꎬ也是我国市场经济转型深入期能够有效降低交易风险和不确定性并超

越血缘、地缘等对企业交易对象、交易范围的限制和促进双方交易合作程度深化的一种重要机制[２]２９ꎮ因
此ꎬ制度信任最终将取代基于过程和特征的信任而成为整合市场秩序、促进企业合作的基石[３]ꎮ在我国当

前市场经济转型期大力实施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ꎬ宏观上ꎬ作为国家重要社会资本来源之一的制度

信任ꎬ其供给充足与否ꎬ将直接影响我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绩效ꎻ微观上ꎬ制度信任作为一种能够有效降低

市场复杂性并促成交易 /合作的润滑剂ꎬ能够减少企业交易和合作过程中由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而带来的摩

擦力[４]ꎬ进而促进企业合作和供应链的持续稳定ꎮ因此ꎬ探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情境下的企业制度信任问

题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然而ꎬ探讨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的制度信任问题至少存在两大挑战ꎮ第一ꎬ基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背

景的制度信任研究结论是否可直接推广至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情境ꎮ目前ꎬ学术界有关制度信任的研究不胜

枚举ꎬ并多基于西方(尤其美国)现代市场经济背景[５－１０]ꎮ制度信任与市场经济背景密切关联[１１]６１ꎮ尽管我

国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本质上均指通过市场供需关系实现资源配置的具有高度透明性和竞争性的经

济活动ꎬ然而ꎬ市场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有多种ꎬ并且ꎬ我国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的生发根源迥异———
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直接生发于资本发育与资本竞争ꎬ我国市场经济则是源于再分配经济体制[１２]ꎬ这也就

从根本上决定了适合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转型的方式只能是中国特色的ꎬ比如价格双轨制、所有制双轨

制、中央政府引导的改革 民间和地方力量自发改革并存的“二元”改革渠道等[１３]ꎮ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理

想型应是伴随着以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本位”普遍主义价值取向的制度信任模

式[１１]ꎮ然而ꎬ正是上述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转型中存在的诸多中国特色ꎬ使得主导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秩序

的依然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家本位”关系信任模式和“国本位”机构信任模式ꎬ国人灵魂深处扎根的特殊主

义取向的信任模式(家本位、国本位信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更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普遍主义价

值取向的“社会本位”制度信任模式[１１]ꎮ因此ꎬ当前转型期我国市场经济背景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背景的

如此显著不同ꎬ是否会导致与市场经济背景密切相连的制度信任研究结论亦有很大不同?是否可以将西方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制度信任研究结论直接推广至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情境?如果不可ꎬ那么ꎬ我国经济转型

情境下的制度信任研究特殊性又体现在哪里?这些问题十分值得深入探讨ꎬ对它们的回答首先亦需要针对

我国当前市场经济转型情境下的许多制度信任问题进行详细探讨ꎮ
第二ꎬ现有研究十分缺乏对制度信任影响企业合作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的探讨ꎮ现有关于制度信任

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制度信任对企业间信任、买方企业满意度、买方企业风险感知、双方再次合作意

愿、知识共享意愿、企业交易成本、企业绩效等重要结果变量的影响[８ꎬ９ꎬ１４－１７]ꎮ其中ꎬ再次合作意愿是一个关

系着企业间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是否能够维持、供应链整体交易成本是否能够有效降低的重要态度性结果

变量ꎬ对我国当前市场经济转型深入和推进供给侧改革至关重要ꎮ因此ꎬ十分有必要对我国当前经济转型

期推进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其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ꎮ然而ꎬ尽管国内已有

４２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７ 年



学者进行了制度信任对供应链协作信任影响及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１４－１５]ꎬ他
们的研究意图却在于比较供应链协作关系动态过程中制度信任 供应链协作信任、供应链协作信任 合作

意图间关系的差异性ꎬ并非探讨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机制ꎬ更没有涉及影响机制发挥作用的外

部情境性因素(即影响机制的边界条件)ꎮ另外ꎬ近期国内已有学者开始探讨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的制度

信任问题ꎬ他们基于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感知与制度有效性主观期望常常偏离的事

实ꎬ经实证研究发现ꎬ二者偏离程度通过供应链协作信任而对再次合作意愿产生负向影响[１８]ꎮ该项研究的

确具有情境针对性ꎬ然而ꎬ却也没有探讨制度信任作为自变量(而非二者偏离作为自变量)影响企业再次

合作意愿的中介机制和外部特殊情境性因素对中介作用的限制ꎮ所以ꎬ考虑我国市场经济转型这一特殊研

究情境ꎬ可以认为目前国内鲜有研究触及该情境下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机制和边界

条件ꎮ这与制度信任在市场交换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及发挥的重要作用极不相符ꎮ
本文即聚焦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情境下的制度信任ꎬ尝试通过探讨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制度信任对企

业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机制(供应链协作信任)和影响边界条件(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

离)来解决上述两大挑战ꎮ具体来说ꎬ本文首先探讨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主效应ꎻ接着ꎬ基
于供应链协作信任视角ꎬ解释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过程ꎬ即供应链协作信任的中介效应ꎻ然后ꎬ
针对我国市场经济转型情境下客观存在的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感知与重要性感知偏离的事实[１８]ꎬ探讨制

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对上述中介作用的调节ꎻ最终ꎬ构建出一个我国市场经济转型情境下有关制度

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影响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ꎮ总之ꎬ我国市场经济转型情境下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

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的研究ꎬ将既益于丰富制度信任的中国情境化研究ꎬ亦对于提出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

有效降低节点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企业长期合作和供应链的持续稳定以及推进当前供给侧改革ꎬ均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二、 理论框架与假设提出

企业间的信任置于供应链背景下ꎬ即供应链协作信任ꎬ是指供应链节点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确信供应链

上另一方企业会采取对本企业产生正向结果的行为[１９]ꎬ而不会利用自身优势为己获利[２０]ꎬ是建立在对对

方企业意图和行为正向估计基础上的一种不设防心理状态[２１]ꎮ供应链协作信任主要表现为节点企业对合

作企业履约能力、行为预见可靠性及善意的评价[２２]ꎮ国内外许多学者探讨了供应链协作信任的产生基础:
Ｚｕｃｋｅｒ(１９８６)认为ꎬ基于制度、过程和特征的信任是企业间信任建立的重要基础[１]ꎻ彭泗清(１９９９)从社会

学视角指出ꎬ企业间信任主要源于人际关系、声誉和法制[２３]ꎻ张维迎(２００３)也指出ꎬ市场交易主体间的信

任主要建立在制度、个性特征和信誉的基础之上[２４]ꎻ等等ꎮ无论是基于制度的信任还是由法制产生的信

任ꎬ均指制度信任ꎻ上述学者们一致认为制度信任是供应链节点企业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ꎮ在当前我国市

场经济转型期ꎬ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加剧ꎬ社会逐渐由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为主的社会ꎬ市场经

济转型升级及当前供给侧改革的实施与推进ꎬ越来越迫切需要供应链节点企业能够快速突破“熟人”信任

对交易对象和交易范围的限制ꎬ从而通过交易范围的扩大和交易程度的深化ꎬ有力推进当前供给侧改革和

市场经济转型升级ꎻ毋庸置疑ꎬ制度信任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ꎮ此外ꎬ决定供应链节点企业信任

的关键还在于能否获得有关合作企业履约能力、合作潜在收益与损失、失信可能性等方面的充分信息[２５]ꎮ
我国当前市场制度环境中有关企业交易与合作行为监控的第三方监控机制、有关企业能力与资质评估的

第三方认证机制、有关企业交易经历及合作投机行为的信息反馈机制、规范约束企业交易行为的相关法律

契约规定和存在于合作企业间的合作规范等ꎬ均在一定程度上为节点企业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信任决策信

息ꎮ这些制度的有效实施ꎬ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ꎬ进而促进节点企业供应链协作信任

水平的提升ꎮ综上所述ꎬ节点企业感知到制度确保交易 /合作顺利实现(即节点企业制度信任)的程度越强

烈ꎬ则越有利于提高其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ꎬ即研究假设１:
Ｈ１:节点企业制度信任正向影响供应链协作信任ꎬ节点企业制度信任水平越高ꎬ其供应链协作信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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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也越高ꎮ
供应链节点企业是通过交易实现合作的ꎮ依据交易成本理论ꎬ双方合作意愿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交易成

本的高低ꎮ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成本ꎬ本质上即制度费用ꎬ是“看不见的手”———市场的运行成本ꎬ包括信息

搜集成本、谈判签约成本、契约执行和监督成本、产权界定与控制成本、制度结构变化成本等一系列制度性

成本ꎮ由于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和节点企业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客观存在ꎬ企业任何一笔交易都存在交易

成本ꎮ交易成本是节点企业间交易活动或合作过程中的“摩擦力”ꎬ供应链协作信任则是能够有效减少节

点企业合作摩擦力的“润滑剂”ꎻ因此ꎬ供应链协作信任被视为节点企业合作关系成功的重要因素[２６]ꎮ依据

上述观点ꎬ我们认为ꎬ供应链协作信任将有效降低节点企业合作的不确定性、风险和交易成本ꎬ并最终提升

其再次合作意愿ꎮ所以ꎬ研究假设２即:
Ｈ２:节点企业供应链协作信任正向影响再次合作意愿ꎬ节点企业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越高ꎬ其再次合

作意愿也越强ꎮ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信任建立基础(如基于过程的信任和基于特征的信任)ꎬ制度信任在市场经济体制

下更为有效[２７]ꎬ因此ꎬ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及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ꎬ制度信任将越来越成为供应链协

作信任的关键影响因素ꎮ依据信任理性选择理论ꎬ制度信任通过节点企业共同认可的法律、法规、专业资

格、规范等ꎬ对节点企业合作行为进行监督和对不执行合作行为的企业进行惩罚ꎬ提高合作企业不遵守合

作承诺的潜在损失或机会成本ꎬ促使节点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或交易成本最小而选择信任与合作[２８]ꎮ因
此ꎬ我们认为制度信任不仅对供应链协作信任存在正向影响ꎬ对再次合作意愿也具有直接积极影响ꎬ即研

究假设３:
Ｈ３: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ꎬ节点企业制度信任水平越高ꎬ其再次合作

意愿也越强ꎮ
基于研究假设１、研究假设３和研究假设２分别有关节点企业制度信任直接正向影响供应链协作信任和

再次合作意愿、供应链协作信任正向影响再次合作意愿的预测ꎬ我们认为ꎬ供应链协作信任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解释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过程ꎬ可能是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影响过程中的

中介变量ꎮ因此ꎬ提出研究假设４:
Ｈ４:供应链协作信任是制度信任影响再次合作意愿过程中的中介变量ꎮ
虽然供应链协作信任能够解释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过程ꎬ然而ꎬ由于我国当前制

度市场化转型尚未完全实现ꎬ供应链节点企业对制度环境能够确保交易顺利实现的有效性感知(即制度

信任)ꎬ因企业内外部环境及节点类型不同ꎬ既存在制度信任的企业个体差异ꎬ也存在企业制度有效性感

知与制度重要性感知的偏离差异[１８]ꎬ这些差异可能会对供应链协作信任解释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

作意愿的影响过程进一步产生影响ꎮ因此ꎬ十分有必要考察节点企业制度信任通过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再次

合作意愿的影响是否受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的调节ꎬ这将有助于明确制度信任经供应链协作信

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在何种情形下更强以及何种情形下较弱ꎬ进而深入考察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

次合作意愿的影响机制ꎮ节点企业关于制度有效性的现实感知ꎬ即节点企业制度信任ꎬ是指节点企业认为

制度实际确保所有市场交易活动和合作行为均按预期进行的程度ꎻ节点企业关于制度重要性的感知ꎬ即节

点企业期望制度能够确保所有市场交易活动和合作行为均按预期进行的程度ꎬ是节点企业对制度有效性

的主观期望ꎻ二者的偏离即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ꎮ
偏离与契合相对应ꎬ因此ꎬ可借鉴契合理论来界定偏离ꎮ依据个体 环境契合理论[２９]ꎬ契合是指个体与

环境双方中至少有一方能够提供另一方所需时ꎬ或者双方存在一些相似特征时ꎬ存在于双方之间的相容

性ꎮ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外部制度环境是否能够确保合作双方的交易顺利实现ꎬ因此ꎬ“个体”即对应于“企
业”ꎬ“环境”特指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ꎻ并且ꎬ企业 制度环境的契合ꎬ更偏向于契合定义界定中的前一

情形———外部制度环境是否能够提供确保企业交易或合作顺利实现所需要的结构性担保(严格意义上来

说ꎬ契合定义中的前一情形应包括“外部制度环境是否能够提供确保企业交易或合作顺利实现所需要的

结构性担保”和“企业是否具备外部制度环境期望其遵守并执行制度规定的能力和意愿”ꎬ本文关注的是

６２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７ 年



其中的“外部制度环境是否能够提供确保企业交易或合作顺利实现所需要的结构性担保”)ꎮ由此ꎬ本文中

的“偏离”即指外部制度环境难以提供企业需要其确保交易或合作顺利实现的良好的结构性担保时ꎬ存在

企业与外部制度环境的不相容性ꎮ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感知与制度重要性感知间的契合或偏离ꎬ对积极态

度或意愿(比如ꎬ企业再次合作意愿)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３０]ꎮ具体来说ꎬ若节点企业对某一制度促成交易

成功实现的主观期望很高ꎬ并认为现实中该制度有效促成交易实现ꎬ即节点企业对该制度的重要性感知与

有效性感知实现理想契合ꎬ那么ꎬ节点企业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正向影响ꎬ将因二者契合而

获得最大程度的发挥ꎻ反之ꎬ若节点企业对制度有效性的主观期望很高但现实中并未感知到制度有效地促

成交易实现(此种情形较多)ꎬ或现实中制度有效地促成交易实现而节点企业的主观期望并不高(此种情

形较少)ꎬ即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感知与重要性感知偏离ꎬ那么ꎬ依据信任的理性选择理论ꎬ这种偏离将促

使节点企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ꎬ进而对供应链协作信任与再次合作意愿间的正向影响产生破坏效应ꎬ并
且ꎬ偏离程度越大ꎬ供应链协作信任与再次合作意愿间正向影响被破坏程度也越大ꎮ因此ꎬ提出研究假设５:

Ｈ５: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调节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正向影响ꎬ偏离

程度越大ꎬ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正向影响被削弱程度也越大ꎮ
基于供应链协作信任的中介作用(即研究假设４)ꎬ以及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对供应链协作

信任 再次合作意愿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即研究假设５)ꎬ我们进一步预测ꎬ供应链协作信任在制度信任对

再次合作意愿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ꎬ可能被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调节ꎬ即研究假设６:

图１　 研究模型

Ｈ６: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

知偏离调节供应链协作信任在制度信任

对再次合作意愿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ꎬ
偏离程度越大ꎬ供应链协作信任中介效应

被削弱程度也越大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构建的我国经济转型

情境下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

愿影响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总结如图１所示ꎮ

三、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与调查过程

由于研究调查涉及被调查企业对我国当前市场经济转型情境下确保企业间交易或合作顺利实现的制

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评价、对所在供应链上合作方企业交易履约能力、行为预见可靠性与善意评价以及

未来是否考虑继续合作等方面的信息ꎬ所以ꎬ问卷实际填写者必须是对上述信息非常了解和清楚的供应链

节点企业主要决策者ꎮ进一步地ꎬ由于需要节点企业主要决策者填写调查问卷ꎬ并且是大样本调查ꎬ难度很

大ꎬ因此ꎬ本文主要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样本企业ꎮ被调查样本企业共计６５０家ꎬ集中于我国东部地区某省

辖市ꎮ为了有效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ꎬ调查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ꎬ进行样本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感知

(即制度信任)量表、制度重要性感知量表、供应链协作信任量表调查ꎻ第二阶段ꎬ调查样本企业基本信息

(行业类型、员工数量、节点类型)及再次合作意愿ꎮ共计发放问卷６５０份(当场收回)ꎻ由于调查难度大及两

阶段问卷匹配要求ꎬ回收问卷仅５６１份ꎬ回收率８６. ３１％ ꎻ经整理ꎬ剔除无效问卷１３份ꎬ有效问卷回收率

８４. ３１％ ꎮ被调查样本企业主要分布于零售业、制造业、服务业、餐饮业、建筑业、教育、交通运输业、通讯业、
农业、房地产业等ꎻ在供应链节点类型上ꎬ原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代理商和零售商均有涉及ꎬ分别占

比６. ６０％ 、２３. ４０％ 、１１. ３０％ 、２０. ８０％和３８. ００％ ꎻ根据被调查企业行业类型和员工规模重新界定企业规

模ꎬ大(１. ０９％ )、中(８. ４０％ )、小(２７. ０１％ )、微(６３. ５０％ )企业均有涉及ꎮ因此ꎬ本文所选取样本企业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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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测量工具

１. 制度信任量表ꎮ借鉴 Ｐａｖｌｏｕ(２００２)针对组织间交换关系中基于制度的信任所开发的量表[８]ꎬ通过

第三方监控机制有效性感知、第三方认证机制有效性感知、法律契约有效性感知、反馈机制有效性感知及

合作规范有效性感知共计１６个测量题项ꎬ测量节点企业制度信任水平ꎮ如“第三方机构能有效确保合作企

业所提供的所有产品与其规格说明标准一致”与其实施现状的符合程度、“第三方机构能有效监控合作企

业的交易活动并帮助解决冲突”与其实施现状的符合程度、“第三方机构能有效确保企业所在供应链的所

有交易完全实施”与其实施现状的符合程度ꎬ这３个测量题项即测量节点企业制度信任的第三方监控机制

有效性感知维度ꎮ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０. ８８３ꎮ
２. 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量表ꎮ依据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概念和组织行为

研究中有关契合度、匹配度、相似性、一致性的测算方法研究文献[３１]ꎬ首先ꎬ由节点企业主要决策者们分别

评价他们对制度有效性和制度重要性的感知ꎬ然后ꎬ计算二者的差值绝对值ꎬ用以测量节点企业制度有效

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值ꎮ其中ꎬ制度有效性感知评价题项即制度信任的测量题项ꎻ与制度有效性感知测量

相对应ꎬ节点企业制度重要性感知也反映在节点企业对第三方监控机制、第三方认证机制、法律契约、反馈

机制及合作规范五个方面有效性的主观期望ꎬ因此ꎬ节点企业制度重要性感知测量题项源于制度有效性感

知测量题项ꎬ二者的不同仅在于具体表述ꎮ以节点企业第三方监控机制重要性感知测量为例ꎬ如您认为

“第三方监控机构能有效确保合作企业所提供的所有产品与其规格说明标准一致”的重要程度、您认为

“第三方监控机构能有效监控合作企业的交易活动并帮助解决冲突”的重要程度和您认为“第三方监控机

构能有效确保企业所在供应链的所有交易完全实施”的重要程度ꎬ这３个测量题项即测量节点企业第三方

监控机制重要性感知维度ꎮ１６对测量题项的差值绝对值ꎬ即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值ꎮ该
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０. ７８２ꎮ

３. 供应链协作信任量表ꎮ主要通过节点企业评价合作企业交易履约能力、行为预见可靠性及善意ꎬ测
量节点企业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ꎮ其中ꎬ合作企业履约能力和行为预见可靠性是供应链协作信任的可信性

维度ꎮ借鉴 Ｇａｎｅｓａｎ(１９９４)有关零售商对供应商可信性及善意的测量ꎬ分别通过“合作企业有能力提供优

质产品或良好服务”与合作现状的符合程度等７个测量题项测量可信性维度、通过“合作企业愿意在需要

时做出必要的牺牲”与合作现状的符合程度等５个测量题项测量善意维度[３２]ꎮ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为０. ８５２ꎮ
４. 再次合作意愿量表ꎮ借鉴国内学者殷茗和赵嵩正(２００９)基于供应链背景开发的合作意图量表ꎬ既

考察短期再次合作意愿ꎬ也涵盖长期再次合作意愿及未来合作深度ꎬ共３个测量题项:一年内还会和当前合

作企业进行交易、五年之内会保持与当前合作企业的合作关系、愿意扩大与当前合作企业的合作业务[１５]ꎮ
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０. ７２８ꎮ

上述四个研究变量均采用李克特５点量表评分法ꎬ从“很不符合 /很不重要”到“非常符合 /非常重要”ꎬ
分别赋值１－５分ꎮ

５. 控制变量ꎮ企业所处供应链节点类型不同ꎬ制度有效性感知、制度重要性感知会有差异ꎬ供应链协

作信任水平和再次合作意愿也会有不同ꎬ因此ꎬ将样本企业在供应链上的节点类型作为控制变量ꎮ

四、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信效度均良好的制度信任、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供应链协作信任和再次合作意愿量表ꎬ以
及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得到有效控制的实证调查ꎬ是进行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影

响的有调节中介模型检验的重要基础ꎮ因此ꎬ本部分将首先进行研究变量量表信效度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

检验ꎬ在信效度均良好以及共同方法偏差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ꎬ接着进行研究变量相关性分析ꎻ然后ꎬ通
过６个研究假设检验验证图１所构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ꎻ最后ꎬ基于研究假设验证结果ꎬ进行我国经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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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情境下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影响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解释ꎮ

(一) 信效度分析及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１. 信效度分析ꎮ测量工具部分已经给出了制度信任、供应量协作信任、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

和再次合作意愿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ꎬ依次为０. ８８３、０. ８５２、０. ７８２和０. ７２８ꎬ均高于０. ７０ꎬ表明四个

研究变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均较好ꎮ
量表效度包括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及基于关系的效标效度、区分效度、聚合效度、逻辑关系网等ꎮ本文

使用的量表均来自以往研究中的成熟量表ꎬ所以ꎬ四个研究变量量表效度主要是通过内容效度和结构

效度加以确保ꎮ(１)内容效度是定性概念效度ꎬ指测量题项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所测构念的内

涵ꎬ多由专家判断ꎻ由上所述ꎬ本文使用的量表是经典文献成熟量表ꎬ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ꎮ(２)结构效

度ꎬ是指测量题项与背后研究变量的对应关系ꎻ建立在成熟量表基础上的结构效度分析ꎬ主要是基于实

证数据验证测量题项与背后研究变量的结构(即测量模型)是否与理论预期相一致ꎮ本文涉及的四个研

究变量中ꎬ制度信任(五维度)、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五维度)、供应链协作信任(二维度)均
是典型的潜因子型多维构念[３３] ꎮ以制度信任为例ꎬ节点企业对第三方监控机制有效性、第三方认证机

制有效性、反馈机制有效性、法律契约有效性和合作规范有效性的感知背后ꎬ有一个共同变异部分在同

时影响着节点企业对上述五个维度的感知ꎬ这个潜在的共同变异部分或上述五个维度背后共同影响节

点企业对它们感知高低的因子ꎬ即制度信任ꎮ另外ꎬ依据测量工具部分给出的有关制度信任五维度、供
应链协作信任二维度、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五维度及再次合作意愿单维度的代表性测量题

项ꎬ可以看出ꎬ它们均是效果型指标ꎮ因此ꎬ四个研究变量的测量模型在本质上是同属测量模型①ꎬ既可

以先通过测量题项估计子维度ꎬ再用子维度估计多维构念ꎬ也可以直接使用测量题项进行四个研究变量的

估计[３４]１４１ꎮ本文考虑后一种方法ꎬ即直接基于测量题项ꎬ运用 Ｌｉｓｒｅｌ 软件进行四因子测量模型验证性因子

分析ꎬ进而检验量表结构效度ꎮ四因子测量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ꎬ所有测量题项标准载荷值均大

于０. ６０ꎬ并且ꎬ测量模型拟合指标均良好:χ２ (４８) ＝ １３４. ０９３ꎬχ２ / ｄｆ≈２. ７９４ꎬ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８ꎻＳＲＭＲ ＝
０. ０３９ꎬＧＦＩ ＝ ０. ９６０ꎬＣＦＩ ＝ ０. ９８３ꎬＩＦＩ ＝ ０. ９８３ꎬＮＮＦＩ ＝ ０. ９７７ꎻ因此ꎬ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四个研究变量

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ꎮ
另外ꎬ信度分析部分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ꎬ实际是基于四个研究变量测量模型均为古典测量模型②

的假设前提ꎻ验证性因子分析部分ꎬ则假设四因子测量模型为同属测量模型ꎮ因此ꎬ本文再基于同属测

量模型假设ꎬ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的标准因子载荷值ꎬ分别计算出四个研究变量的组合信度 ＣＲ 值

和平均方差析出量 ＡＶＥ 值ꎬ进而进行同属测量模型信度分析ꎮ如表１所示ꎬ四个研究变量量表的组合信

度 ＣＲ 值均大于０. ７ꎬ平均方差析出量 ＡＶＥ 值也均大于０. ５ [３５] ꎬ因此ꎬ基于同属测量模型假设的信度分

析结果与基于古典测量模型假设的信度分析结果一致ꎬ均表明四个研究变量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

性和稳定性ꎮ
２.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ꎮ由于本文研究数据均来自于样本企业主要决策者的自我填写ꎬ存在共同方法

偏差问题ꎬ因此ꎬ需要有效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ꎮ本文首先在调查前和调查中采取了严格的程序控制ꎬ包
括请专家反复阅读四个研究变量测量题项、将不同变量对应的测量题项随机混排、自变量量表与因变量量

表调查间隔一段时间、调查中反复告知量表填写者调查仅为学术研究之用且是匿名填写等[３６]ꎻ然后ꎬ在调

查后又采取统计控制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是否得到有效控制:运用 Ｌｉｓｒｅｌ 软件验证性因子分析法ꎬ在
将所有测量题项负载到相应理论构念因子的同时ꎬ全部负载到一个共同方法构念因子ꎬ然后通过计算并比

较该共同方法构念因子所解释的方差贡献比例是否大于２５％ [３７]ꎮ统计控制检验结果表明ꎬ本文中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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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同属测量模型(ｃｏｎｇｅｎｅｒ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ꎬ是指每一个测量题项都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所测量研究变量ꎬ即标准

因子载荷是分布在０ ~ １间的不等值ꎮ
古典测量模型(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ꎬ是指每一个测量题项都同样程度地代表所测量的研究变量ꎬ即所有测

量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值均等于１ꎮ



方法构念因子所解释的方差贡献比例为５. ９５％ ꎬ远低于２５％ ꎬ意味着本文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得到了有效

控制ꎮ

(二) 相关性分析

制度信任、供应链协作信任、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再次合作意愿的均值、标准差、组合信度

ＣＲ 值、相关系数及平均方差析出量 ＡＶＥ 值具体如表１所示ꎮ

表１　 研究变量均值、标准差、组合信度 ＣＲ 值、相关系数及平均方差析出量 ＡＶＥ 值(Ｎ ＝５４８)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ＣＲ １ ２ ３ ４

１. 制度信任 ４. ０２９ ０. ４８０ ０. ８５２ (０. ６６３) ａ

２. 供应链协作信任 ４. １６８ ０. ４６１ ０. ８２８ ０. ６３１∗∗∗ (０. ６２１) ａ

３. 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 ０. ５８９ ０. ３４０ ０. ７５６ － ０. ３７０∗∗∗ － ０. １９６∗∗∗ (０. ５１３) ａ

４. 再次合作意愿 ３. ９６０ ０. ６１８ ０. ７８８ ０. ４４５∗∗∗ ０. ４２２∗∗∗ － ０. ２２６∗∗∗ (０. ５５３) ａ

　 　 注:∗∗∗表示在０. ０１水平下显著相关(双尾检验)ꎮａ 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平均方差析出量 ＡＶＥ 值ꎮ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为作者基于 Ｌｉｓｒｅｌ 软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计算出组合信度 ＣＲ 值和平均方差析出量 ＡＶＥ 值ꎬ并

结合 ＳＰＳＳ 软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结果整理所得ꎮ

表１中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表明:制度信任与供应链协作信任显著正相关( ｒ ＝ ０. ６３１ꎬｐ < ０. ０１)ꎬ与再

次合作意愿显著正相关( ｒ ＝ ０. ４４５ꎬｐ < ０. ０１)ꎻ供应链协作信任与再次合作意愿显著正相关( ｒ ＝ ０. ４２２ꎬｐ <
０. ０１)ꎻ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与制度信任、供应链协作信任和再次合作意愿ꎬ均显著负相关( ｒ ＝
－ ０. ３７０ꎬｐ < ０. ０１ꎻｒ ＝ － ０. １９６ꎬｐ < ０. ０１ꎻｒ ＝ － ０. ２２６ꎬｐ < ０. ０１)ꎮ

(三) 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第二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有关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ꎬ主要包括系数乘积检验(依次检验法[３８]、传统 Ｓｏｂｅｌ 检验法[３９]、非
参数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法和 ＭＣＭＣ 法[４０]等)和中介效应差异检验(条件间接效应分析法[４１]、亚组分析法[４２]、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４３]等)两大类ꎮ本文使用 Ｍｐｌｕｓ 软件基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进行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有调节

的中介效应差异检验ꎬ如果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较大值与较小值差异的置信区间不包含０ꎬ则表明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４４]ꎬ图１所构建的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影响

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ꎮ具体来说ꎬ首先ꎬ将供应链协作信任(Ｍ)和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Ｕ)

注:图中∗∗∗表示０. ０１水平显著ꎻ∗∗表示０. ０５水平显著ꎮ
图２　 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影响实证模型

进行标准化处理ꎬ将标准化处理

后的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

离值与供应链协作信任值相乘ꎬ
获得乘积项 ＵＭ 值ꎻ接着ꎬ基于制

度信任(Ｘ)、再次合作意愿(Ｙ)、
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

(Ｕ)、供应链协作信任(Ｍ)的原

始值及乘积项 ＵＭ 值ꎬ在 Ｍｐｌｕｓ
软件中运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有关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程序ꎬ运行结

果总结如图２和表２所示ꎮ
依据图２和表２中数据ꎬ可以得到:
(１)控制了节点类型对供应链协作信任的影响( ｃ１ ＝ ０. ００１ꎬｔ ＝ ０. １０７ꎬｐ ＝ ０. ９１５)后ꎬ节点企业制度信

任对供应链协作信任的正向影响显著(ａ１ ＝ ０. ６０５ꎬｔ ＝ １５. １９１ꎬｐ ＝ ０. ０００)ꎬ研究假设１得到验证ꎻ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估计其９５％置信区间为[０. ５２８ꎬ０. ６８２]ꎬ不包含０ꎬ进一步支持了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供应链协作信任

的显著正向影响ꎬ表明节点企业制度信任水平越高ꎬ其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也越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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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Ｍｐｌｕｓ 运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检验有调节中介模型的结果(Ｎ ＝ ５４８)

变量
供应链协作信任 Ｍ

估计值 Ｔ Ｐ ９５％的置信区间

再次合作意愿 Ｙ

估计值 Ｔ Ｐ ９５％的置信区间

截距 １. ７２６∗∗∗ １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０ [１. ４０１ꎬ２. ０６６] １. ４８０∗∗∗ ６. ３３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２６ꎬ１. ９４５]

Ｃ ０. ００１ ０. １０７ ０. ９１５ [ － ０. ０２４ꎬ０. ０２６] － ０. ０４０∗∗ － ２. ４８８ ０. ０１３ [ － ０. ０７０ꎬ － ０. ００７]

Ｘ ０. ６０５∗∗∗ １５. １９１ ０. ０００ [０. ５２８ꎬ０. ６８２] ０. ３５１∗∗∗ ５. ７５６ ０. ０００ [０. ２２３ꎬ０. ４６３]

Ｕ －０. ２１９∗∗ － ２. ６８１ ０. ００７ [ － ０. ３８７ꎬ － ０. ０６１]

Ｍ ０. ３１８∗∗∗ ４. ８６８ ０. ０００ [０. １９５ꎬ０. ４５９]

ＵＭ －０. ０５９∗∗ － ２. ６４９ ０. ００８ [ － ０. １０９ꎬ － ０. ０１９]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参数 估计值 Ｔ Ｐ ９５％的置信区间

供应链协作信任的中介效应(ａ１∗ ｂ１) ０. １９２∗∗∗ ４. ７５８ ０. ０００ [０. １１６ꎬ０. ２７４]

调节效应差异 ０. １０４∗∗ ２. ６４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３ꎬ０. １９２]

　 　 契合时的斜率 ０. ３１８∗∗∗ ４. ８６８ ０. ０００ [０. １９５ꎬ０. ４５９]

　 　 偏离较小时的斜率 ０. ３０３∗∗∗ ４. ５１３ ０. ０００ [０. １７９ꎬ０. ４４８]

　 　 偏离为均值时的斜率 ０. ２８３∗∗∗ ４. ０２３ ０. ０００ [０. １５０ꎬ０. ４３４]

　 　 偏离较大时的斜率 ０. ２００∗∗ ２. ２３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２ꎬ０. ３８１]

中介效应差异 ０. ０６３∗∗ ２. ５５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０ꎬ０. １１８]

　 　 契合时的中介效应 ０. １９２∗∗∗ ４. ７５８ ０. ０００ [０. １１６ꎬ０. ２７４]

　 　 偏离较小时的中介效应 ０. １８４∗∗∗ ４. ４３７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８ꎬ０. ２７１]

　 　 偏离为均值时的中介效应 ０. １７１∗∗∗ ３. ９８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９２ꎬ０. ２６４]

　 　 偏离较大时的中介效应 ０. １２１∗∗ ２. ２３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５ꎬ０. ２３１]

　 　 注:①Ｃ———节点类型、Ｘ———制度信任、Ｕ———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Ｍ———供应链协作信任、ＵＭ———制度有

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 Ｚ 值∗供应链协作信任 Ｚ 值、Ｙ———再次合作意愿ꎮ②∗∗∗表示０. ０１水平显著(双尾检验)ꎻ∗∗表示０. ０５
水平显著(双尾检验)ꎮ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系作者基于 Ｍｐｌｕｓ 软件运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程序结果整理所得ꎮ

(２)控制了节点类型对再次合作意愿的显著影响后( ｃ２ ＝ － ０. ０４０ꎬｔ ＝ － ２. ４４８ꎬｐ ＝ ０. ０１３)ꎬ节点企业

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ｂ１ ＝ ０. ３１８ꎬｔ ＝ ４. ８６８ꎬｐ ＝ ０. ０００)ꎬ研究假设２得到验证ꎻ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估计其９５％置信区间为[０. １９５ꎬ０. ４５９]ꎬ不包含０ꎬ进一步支持了节点企业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再

次合作意愿的显著正向影响ꎬ表明节点企业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越高ꎬ其再次合作意愿也越强ꎮ
(３)控制了节点类型对再次合作意愿的显著影响后( ｃ２ ＝ － ０. ０４０ꎬｔ ＝ － ２. ４４８ꎬｐ ＝ ０. ０１３)ꎬ节点企业

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 ａ２ ＝ ０. ３５１ꎬ ｔ ＝ ５. ７５６ꎬｐ ＝ ０. ０００)ꎬ研究假设３得到验证ꎻ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估计其９５％置信区间为[０. ２２３ꎬ０. ４６３]ꎬ不包含０ꎬ进一步支持了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

意愿的显著正向影响ꎬ表明节点企业制度信任水平越高ꎬ其再次合作意愿也越强ꎮ
(４)Ｍｐｌｕｓ 对代表节点企业供应链协作信任在制度信任影响再次合作意愿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系

数乘积项 ａ１∗ ｂ１显著性进行检验ꎬ结果表明节点企业制度信任经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

显著( ｒ ＝ ０. １９２ꎬｔ ＝ ４. ７５８ꎬｐ ＝ ０. ０００)ꎬ因此ꎬ研究假设４(供应链协作信任是制度信任影响再次合作意愿过

程中的中介变量)得到支持ꎻ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估计中介效应系数乘积项 ａ１ ∗ ｂ１ 的９５％ 置信区间为[０. １１６ꎬ
０. ２７４]ꎬ不包含０ꎬ进一步验证了供应链协作信任在制度信任影响再次合作意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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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对供应链协作

信任与再次合作意愿间关系的调节

(５)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和供应

链协作信任的乘积项 ＵＭꎬ对再次合作意愿具有显著的

负向预测作用(ｂ２ ＝ － ０. ０５９ꎬｔ ＝ － ２. ６４９ꎬｐ ＝ ０. ００８)ꎬ意
味着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显著调节

供应链协作信任与再次合作意愿间的关系ꎬ验证了研究

假设５ꎮ进一步地ꎬ运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检验节点企业制度信

任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调节效应较大值与较小值

差异的９５％置信区间为[０. ０３３ꎬ０. １９２]ꎬ不包含０ꎬ也支

持了研究假设５ꎮ为了更为直观、清晰地显示出供应链协

作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如何受节点企业制度有

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的调节ꎬ本文运用简单斜率分析

法[４５]绘制了图３ꎮ
由图３和表２中相关数据可以看到ꎬ当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契合时(偏离值为０)ꎬ随着节

点企业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的提升ꎬ再次合作意愿表现出显著增强趋势(β ＝ ０. ３１８ꎬｔ ＝ ４. ８６８ꎬｐ ＝ ０. ０００)ꎬ
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每提升１倍标准差ꎬ再次合作意愿将增强０. ３１８倍标准差ꎻ当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

要性感知偏离较小时(偏离均值减去１倍标准差)ꎬ随着节点企业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的提升ꎬ再次合作意

愿亦表现出显著增强趋势(β ＝ ０. ３０３ꎬｔ ＝ ４. ５１３ꎬｐ ＝ ０. ０００)ꎬ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每提升１倍标准差ꎬ再次

合作意愿则会显著增加０. ３０３倍标准差ꎻ当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为平均水平时ꎬ随着节

点企业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的提升ꎬ再次合作意愿也显著提升(β ＝ ０. ２８３ꎬｔ ＝ ４. ０２３ꎬｐ ＝ ０. ０００)ꎬ供应链协

作信任水平每提升１倍标准差ꎬ再次合作意愿将提升０. ２８３倍标准差ꎻ当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较大

时ꎬ①随着节点企业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的提升ꎬ再次合作意愿尽管依然表现出显著增强趋势(β ＝ ０. ２００ꎬ
ｔ ＝ ２. ２３２ꎬｐ ＝ ０. ０２６)ꎬ即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每提升１倍标准差ꎬ再次合作意愿还是会增加０. ２００倍标准

差ꎬ但相比于偏离较小时ꎬ再次合作意愿增加的幅度降低了０. １０３倍标准差ꎮ因此ꎬ上述四种情形表明ꎬ节点

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对供应链协作信任与再次合作意愿间积极影响关系具有“破坏”效应ꎬ
并且ꎬ随着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程度的扩大ꎬ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正向影

响被削弱的程度也越大ꎮ图３中按照契合、偏离较小、偏离均值和偏离较大的顺序ꎬ相应直线趋于平坦ꎬ供应

链协作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正向影响的斜率值逐渐降低ꎬ即是对“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

离对供应链协作信任与再次合作意愿间正向影响关系具有破坏效应”的有力证明ꎮ
(６)表２显示ꎬ在 Ｍｐｌｕｓ 软件中运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检验图１第二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较大值与较小值

差异的９５％置信区间为[０. ０２０ꎬ０. １１８]ꎬ不包括０ꎬ所以ꎬ研究假设６得到支持ꎬ即图１构建的我国经济转型

情境下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调节供应链协作信任中介制度信任与再次合作意愿间关系

(第二阶段)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ꎮ

　 　 (四) 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调节作用下的制度信任 供应链协作信任 再次合
作意愿的中介效应解释
　 　 依据图２有关第二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实证模型ꎬ节点企业制度信任经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再次合作

意愿的中介效应为０. ６０５∗(０. ３１８ － ０. ０５９∗Ｕ)ꎮ②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

偏离对供应链协作信任中介效应的调节ꎬ本文选取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的四种典

型———契合、偏离较小、偏离为均值及偏离较大ꎬ相应的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值分别为０、均值减

２３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７ 年

①

②

理论上应为偏离均值加上１倍标准差ꎬ为了图示更加清晰ꎬ我们选取了较大偏离值２ꎻ保持对应ꎬ后续偏离较大均取较

大偏离值２ꎮ
由于 Ｍ ＝ ｃ０ ＋ ａ１ＸꎬＹ ＝ ｃ０’ ＋ ａ２Ｘ ＋ ｂ１Ｍ ＋ ｂ２ＵＭꎻ所以ꎬＭ 对 Ｙ 的影响为(ｂ１ ＋ ｂ２Ｕ)ꎻ因此ꎬＸ 对 Ｙ 的间接影响为[ａ１(ｂ１

＋ ｂ２Ｕ)]ꎬ也即 Ｍ 的中介效应ꎮ



去１倍标准差、均值和均值加上１倍标准差(与调节效应取值部分相对应ꎬ这里也取较大偏离值２)ꎻ另外ꎬ依
据图２和表２研究假设检验结果ꎬ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直接效应为０. ３５１( ｔ ＝ ５. ５７６ꎬｐ ＝
０. ０００)ꎻ加上通过供应链协作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间接效应０. ６０５∗(０. ３１８ － ０. ０５９∗Ｕ)ꎻ因此ꎬ节点企

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影响的总效应为[０. ３５１ ＋ ０. ６０５∗(０. ３１８ － ０. ０５９∗Ｕ)]ꎮ当节点企业制度有

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分别为契合、偏离较小、偏离为均值以及偏离较大时ꎬ供应链协作信任视角解释制

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影响的中介效应分别为０. １９２、０. １８４、０. １７１和０. １２１ꎬ相应地ꎬ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

意愿的总效应分别为０. ５４３、０. ５３５、０. ５２２和０. ４７２ꎮ因此ꎬ当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契合、偏离

较小、偏离为均值以及偏离较大时ꎬ供应链协作信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３５. ４１％ 、３４. ３３％ 、
３２. ８１％和２５. ６４％ ꎮ因而ꎬ当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较大时ꎬ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直

接效应占总效应比例较大(７４. ３６％)ꎬ供应链协作信任的中介效应占比则较小(仅２５. ６４％)ꎮ该情形下ꎬ提高

节点企业制度信任水平ꎬ往往可以直接增强其再次合作意愿ꎻ当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较小

时ꎬ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直接效应占比下降(６５. ６７％)ꎬ供应链协作信任的中介效应占比提高

(３４. ３３％)ꎮ该情形下ꎬ供应链节点企业应致力于通过增强交易履约能力、行为预见可靠性和善意提高供应链

协作信任水平ꎬ才能更有效地提升再次合作意愿ꎮ尤其在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契合时ꎬ供应链

协作信任的中介效应将达到最大值(占总效应的３５. ４１％)ꎬ此时ꎬ应高度重视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的提升ꎮ
上述数据也进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设６ꎬ本文关于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影响所构建的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成立ꎬ即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调节了制度信任与再次合作意愿之间经供应

链协作信任的中介效应:伴随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程度逐渐增大ꎬ供应链协作信任的中介

效应也由契合时的最大逐渐被削弱ꎬ并按偏离较小、偏离均值、偏离较大的顺序ꎬ被削弱的程度逐渐增大ꎮ

五、 结果讨论

(一) 研究结论与理论意义

本文构建的有关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影响的(第二阶段)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ꎬ比较深入地阐释了我国市场经济背景下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作用机制ꎬ不仅

从供应链协作信任视角解释了制度信任影响再次合作意愿的过程ꎬ还通过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

感知偏离对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分析ꎬ进一步明确了供应链协作信任在制度信任 再次合作意愿间关系中

发挥中介效应的边界条件ꎮ这些研究结论(尤其是关于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对供应链

协作信任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是基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背景的制度信任研究无法发现的ꎬ是我国市场

经济背景这一特殊研究情境下的新关系发现ꎻ任何研究都无法忽视情境性因素的影响ꎬ据此ꎬ本文可以十

分肯定地回答问题提出部分的第一个研究挑战———基于西方市场经济背景的制度信任研究结论必然不可

直接推广至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情境ꎮ因此ꎬ本文是对制度信任的中国情境化研究的重要补充ꎮ具体来说ꎬ本
文主要结论及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

第一ꎬ通过探讨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直接”影响ꎬ揭示以往研究忽视的

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直接积极作用ꎮ尽管 Ｐａｖｌｏｕ(２００２) [８] 及殷茗和赵嵩正(２００９) [１５] 的研究均从

研究变量的维度层面ꎬ探讨了制度信任五维度对供应链协作信任二维度的影响以及供应链协作信任二维

度对合作意图(单维度构念)的影响ꎬ研究也均表明制度信任五维度对供应链协作信任二维度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供应链协作信任二维度对再次合作意愿亦具有积极促进作用ꎮ然而ꎬ这些研究并非探讨经济转型

情境下的制度信任问题ꎬ也未考虑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直接影响ꎮ此外ꎬ制度信任是其五维度背后

共同影响节点企业五维度有效性感知高低的因子ꎬ供应链协作信任也是其二维度背后影响节点企业对合

作企业可信性与善意评价的潜在因子ꎬ它们均是多维潜因子构念ꎻ再次合作意愿则是一个单维构念ꎮ探讨

处于同一关系层次的制度信任构念与再次合作意愿构念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ꎬ似乎比维度

层面的探讨更为合适[３４]ꎮ本文即从同一关系层次出发ꎬ探讨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制度信任经供应链协作

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机制及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对影响机制运作的条件限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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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ꎬ节点企业制度信任不仅通过供应链协作信任间接正向影响再次合作意愿ꎬ也直接正向影响再次

合作意愿ꎬ揭示了以往研究忽视的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直接积极作用ꎬ也间接说明ꎬ伴随

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入ꎬ对比于“十一五”时期的制度信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国内学者殷茗

和赵嵩正(２００９)的研究结论进行比较)ꎬ制度约束性措施越来越受到节点企业的重视ꎬ企业间信任的制度

基础正在逐渐增强ꎬ并已经在直接正向影响企业再次合作意愿ꎮ
第二ꎬ通过探讨供应链协作信任的部分中介效应ꎬ打开经济转型情境下制度信任影响再次合作意愿的

“黑箱”ꎮ证实了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直接正效应后ꎬ探讨二者间内在影响机制问题就显得尤为重

要ꎮ以往研究探讨了制度信任五维度对供应链协作信任二维度的影响以及供应链协作信任二维度对合作

意图的影响ꎬ基于这些已有研究基础ꎬ本文期望能够从供应链协作信任视角解释我国市场经济背景下节点

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过程ꎮ研究结果表明ꎬ我国市场经济背景下ꎬ节点企业供应链协作信

任不仅能够提升再次合作意愿ꎬ而且在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过程中ꎬ的确扮演着所预

测的重要中介作用ꎮ由此ꎬ节点企业制度信任一方面通过直接效应影响再次合作意愿ꎬ同时也通过供应链

协作信任的“中介”而间接影响再次合作意愿ꎮ该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以往研究未涉及的供应链

协作信任作为制度信任与再次合作意愿间影响关系的中介机制ꎬ为打开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制度信任对

再次合作意愿影响的“黑箱”做出了贡献ꎮ
第三ꎬ探讨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的调节效应ꎬ丰富制度信任的中国

情境化研究ꎮ再次合作意愿作为供应链节点企业彼此间未来再合作的期望ꎬ是节点企业对合作企业的信任

水平(即供应链协作信任)与外部环境(本文主要探讨制度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ꎮ本文针对我国当前市场

经济转型期制度市场化转型尚未完全实现的事实ꎬ探讨了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对供应

链协作信任与再次合作意愿间关系的影响ꎬ检验了我国市场经济背景下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

知偏离对供应链协作信任中介作用(第二阶段)的调节效应ꎮ研究发现ꎬ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

知偏离是我国当前市场经济背景下供应链节点企业再次合作意愿的风险性因素ꎬ它在制度信任经供应链

协作信任而对再次合作意愿正向影响过程中扮演着“破坏者”的角色ꎬ并且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

感知偏离程度越大ꎬ供应链协作信任的中介作用被削弱程度也越大ꎮ因此ꎬ本文有关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

“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对供应链协作信任中介作用的显著调节这一新关系的发现ꎬ是对制度信

任的中国情境化研究的重要补充ꎮ

(二) 实践意义与研究展望

本文不仅存在上述理论意义ꎬ研究结论亦为如何在我国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中

确保有效的制度供给提供可操作化路径ꎮ
第一ꎬ应重视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直接正向影响ꎬ建立与提升节点企业制度信任相配

套的法制市场经济秩序和公民文化ꎮ伴随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入ꎬ社会逐渐由熟人社会转变为以陌生人

为主的社会ꎬ企业合作伙伴关系的半径也不再局限于血缘、地缘等熟悉关系范围ꎬ制度约束性措施越来越

受到企业重视ꎬ基于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以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态势逐渐取代以血缘、地缘等连接为主的特

殊主义取向信任模式[２]３１ꎬ企业间信任的制度基础正在逐渐增强ꎮ本研究所揭示的节点企业制度信任对再

次合作意愿的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就是有力的证明ꎮ因此ꎬ应呼吁和充分发挥市场、国家及社会众多力量的

协同努力ꎬ快速有效地建立与提升节点企业制度信任水平相配套的法制市场经济秩序:第一ꎬ通过建立、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职业道德体系ꎬ规范企业契约ꎬ有效监管第三方监控机构、第三方认证机构及行业信

息反馈机制ꎬ进而营造长治久安的制度认同ꎻ第二ꎬ通过职业规范ꎬ大力发展各行各业的志愿性组织或团

体ꎬ包括行业协会、专业协会、服务团体等ꎬ充分发挥它们作为公民文化载体的作用ꎬ从而进一步营造基于

制度认同的公民信任文化氛围并构建以公民文化为底蕴的普遍主义信任模式[２]３４ꎮ
第二ꎬ基于供应链协作信任的中介效应ꎬ企业应主动增强自身的可信性(交易履约能力和行为预见可

靠性)与善意意愿ꎮ尽管在发挥市场、国家及全社会力量建立与提升节点企业制度信任水平相配套的法制

市场经济秩序过程中ꎬ伴随制度信任水平的逐渐提升ꎬ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也在逐步提升ꎻ然而ꎬ节点企业

提升供应链协作信任水平的关键还应当在企业自身———不断加强自身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能力建设和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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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身行为预见可靠性、善意意愿等ꎮ如此ꎬ才能最大幅度地发挥供应链协作信任在制度信任对再次合

作意愿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ꎮ
第三ꎬ基于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的调节效应ꎬ应通过多方努力缩减企业制度有效性

与重要性感知偏离程度ꎮ鉴于我国经济转型情境下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在供应链协作

信任中介作用中的破坏角色ꎬ应着眼于充分调动政府、第三方机构、行业协会、企业等多方力量ꎬ建立健全

能够确保企业合作或交易顺利实现的监控机制、反馈机制、认证机制、法律契约以及合作规范并确保制度

执行力度和透明度ꎬ促进节点企业对制度环境有效性的感知和营造持久的制度认同氛围ꎬ从而有效缩减节

点企业制度有效性感知与制度重要性感知偏离的程度和创设能够让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感知与制度重要

性感知相契合的制度环境ꎮ如此ꎬ才能充分发挥供应链协作信任对节点企业再次合作意愿的正向影响ꎮ
本文亦存在不足ꎮ图１中构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ꎬ涉及供应链协作信任在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

影响关系中的部分中介效应ꎬ并且该中介效应受到节点企业制度有效性与重要性感知偏离的调节ꎻ真正的

中介关系应该有时间延迟性[３４]１９２ꎬ因此ꎬ严格意义上来说ꎬ实证调查应依据理论模型所假设的因果关系在

不同时间点上进行———应先进行制度信任、制度有效性、重要性感知偏离量表与样本企业基本信息(含控

制变量)调查ꎬ接着进行供应链协作信任量表调查ꎬ最后才是节点企业再次合作意愿量表调查ꎻ所以ꎬ按照

这样的时间点顺序ꎬ至少应该确保在三个不同时间点进行相应量表的调查工作ꎮ然而ꎬ在抽样调查中由于

客观存在以下情形导致本文较难在三个不同时间点进行相应量表的调查:第一ꎬ很少有被调查企业愿意在短

时间内间断填写三份不同调查量表ꎻ第二ꎬ三个不同时间点上被调查的样本企业应匹配ꎻ第三ꎬ由于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涉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均小于１)的乘积ꎬ因此ꎬ只有大样本调查才能确保系数乘积显著ꎮ由此ꎬ为了

降低调查难度并确保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能够得到有效控制ꎬ只能退而求其次ꎬ采用了研究设计部分的两阶段

调查ꎮ未来研究将考虑使用上述较为严谨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ꎬ即中介效应时间延迟检验模型[３４]１９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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